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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发展有赖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离不开学科建制的形成和发展。学科建
制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人员保障和物质条件，是学科发展的“助推
器”。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是地道的舶来品，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也是其学科建
制肇始、初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从人才培
养向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不断扩展;与人类学和社会学难舍难分、共同发展;学科外来
性与本土化并存等。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对我国当下民族学学科在
目标导向、路径选择以及与社会学、人类学关系的处理问题上有一定的借鉴和思考价值，
即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导向是问题研究还是理论建构;民族学学科发展的路径是“由
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民族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分而治之”还是
“开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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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伴随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概念。审视学科
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和建制化的结果。学者沙姆韦(David Shumway)指
出:“19 世纪现代学科的涌现，全赖 17 世纪和 18 世纪新建制和新践行的发展。”［1］中国现代意义
上的学科，无一例外都是舶来品。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学科产生和
发展、学科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何为学科建制?建制是“按编制编成的军队各种组织及其隶
属关系”［2］。在此意义上，周川教授认为“大学建制”是大学的编制系列及其组织形式，具体指的
是大学里学科专业的编制方式及其组织形式［3］。本文将大学建制的概念演绎到学科建制中，认
为学科建制指的是“学科的编制系列及其组织形式”。其中学科的编制系列包括学科门类、层
次、数量的设置等;学科的组织形式既包括大学内部的讲座、院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也包
括大学之外的学会、专门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专门出版机构等。
我国近代民族学属于后发外生型，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无论是学科理论还是学科建制，民族
学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演变历程。本文通过总结和梳理近代我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历程，
分析其特点，以期对当下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反思。
一、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历程
(一)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肇始
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具体时间各国有所不同，它是伴随
着西方殖民扩张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对殖民地进行有效统治，减缓当地民族激
烈的反抗，必须了解他们的民族及其文化，从而做到因俗而治。一些学者通过对殖民地民族及其
文化的实地研究和理论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提出了研究的理论体系，
从而建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民族学。中国学者自 20 世纪初就开始介绍西方的民族学及相关
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但民族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时，由于翻译差异带来了名称上的混杂，比如翻
译成人种学、民种学等。“民族学”概念最早出现在 1926 年蔡元培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
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学制的演变历程，最早关于民族学学科建制的规定出现在 1904 年清政府
颁布实施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
科、工科和商科等 8 科，下设 46 门，简称“科－门制”，其中文学科中外地理学门下设人种及人类学
课程［4］。由于民族学传入中国初期与社会学、人类学关系密切，很难真正区分，这里的人种及人
类学可以算作民族学内容最早出现在大学课程中。1913 年《大学规程》颁布，规定大学依《大学
令》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其中文科哲学门下设社会学课程，地理学门
下设人类及人种学课程，理科动物学门下设人类学课程［5］3－6。根据纪宝成的理解，这里的“科”相
当于我们现在的学科门类，科下设“门”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称的一、二级学科和专业［6］。此外，
1913 年《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的本科历史地理部开设考古学和人类学科
目，在第三学年设置考古学概要和人类学概要课程各一个学期，每周三课时;《法政专门学校规
程》则在政治科开设社会学课程［7］。这一时期的民族学没有统一的名称，内容也较为零散，只是
作为一门课程归属在不同科门下。例如，在 1917 年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文科哲学门下设人
类学课程、文科中国史学门下设民俗史及宗教史、人类及人种学课程，理科地质门下设人类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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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5］98－105。
(二)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初步形成
1919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正式推行“学－系制”，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
“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8］。不同于北京大学废“科－门制”改设学系的做法，
东南大学开始采用“科－系制”，其特点在于以学系为主体，将性质相近或相关的学系分别组成文
理、教育、农、工、商五科［9］。自此，其他大学纷纷效仿实行“科－系制”，教育部随后于 1924 年正
式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以法规形式予以确认。《国立大学校条例》将“国立大学校分为文、
理、法、医、农、工、商等科”，要求“国立大学校得设数科或单设一科”、“国立大学校各科分设各学
系”［10］。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
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述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大学各学
院及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11］。根据《大学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社会学系归属于大学
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由此，大学的“院－系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认。
这一时期民族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社会学或人类学系。
1922 年厦门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徐声金、美国汉诺威大学社会
学学士林幽等任教，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社会学系之始［12］59。同年燕京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由美国
人步济世担任首任主任，此后清华大学、岭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大夏大学等也纷纷设立
社会学系。其中，清华大学于 1926 年颁布了《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清华大学本科分文、理、
法三院共十五系，社会人类学系归属于文学院［13］。1929 年中央大学当时的校长张乃燕在所做
报告“最近中央大学概况”中对当时的学科编制进行了详细说明，中央大学下设文学院、理学院、
法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等 8 个学院，而社会学系归属于文学院［14］。
1923 年南开大学的分科之中，文科设人类学系，这是中国设立人类学系之始［12］64。民族学此时
没有单独设立学系，仍是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大学，但相较于早期民族学内容零散、归属于不同
学科门类的情况，此时民族学归属于社会学系，属于其主要课程，名称上常与人类学通用。例如，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普通社会学组开设“人类学大纲”课程，人类学组开设“人类学大纲”和“文化
人类学”课程［15］;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人类学”“社会起源与进化”等课程［16］;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开设“社会人类学”课程，由李安宅主讲［17］;沪江大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系开设“人类学”课
程，“研究古代人群文化与种族间文化的传授、追探人类进化之原理”，还开设“民族与国家”课
程，“研究人类种类竞争与国家观念之奋兴以求相当解决方案”［18］。
(三)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
进入抗战时期以后，社会学和人类学进一步结合，“社会人类学更明确地以研究边地少数民
族为对象，一般被称为边政学或民族学，学科的名称更见混合”［19］。民族学学科这一时期具有了
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民族学会，出现了相对繁荣。
民族学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可以说既是前期学术研究积累的结果，更是政治形势造就的。
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颁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规定在大学院中设立中央研
究院，作为全国最高科研机关，中央研究院下设社会科学研究所，其中第一组为民族学组。同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研究机构进行调整，考古学、人类学和民物学归属于丙组。这标志着民族
·28·
重庆高教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在线投稿:http:/ / yxxy． cbpt． cnki． net /
学有了专门的、实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化进一步明显。在同期可
以称得上专门研究机构的还有傅斯年和顾颉刚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根据该所章程，
所内先后设八个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民族学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是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中央研究院由过去翻译外文著作、整理中国历史资料
转向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田野调查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学科发展提
供了方法论基础。二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本土的民族学学者。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于
1927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设有人类学、民族文化、民俗学等十余组。研究生在研究所各教授、导
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20］。
民族学会是基于当时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成立的。一方面，由于交通、通信等方面的限制，
学者之间的交流不方便，学术上出现各自为政的状况。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华南、华东和北方地区。另一方面，社会学界于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组织社会学学术团体，
1922 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1928 年又建立了东南社会学会，1930 年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
立。身兼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学者看到了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因此成立民族学有关机构、加强
民族学家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实现全国民族学研究的整体协调发展成为必要。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1934 年夏天，凌纯声、邱长康、徐益棠、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并邀
请蔡元培、杨堃等著名学者加入。1934 年底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山大学中山院正式成立，
1936 年民族学会西南分会成立。民族学会促进了学者之间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交流，改变
了过去单枪匹马的状况，开始注重集体研究。
民族学会的成立，意味着民族学在中国由零散的学者研究到初步形成专业的学术团体，形成
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民族学会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成立，可以认为是学科建制形成的主要标
志之一，它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动力，是民族学研究者相互联系和交流的桥梁。
二、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特点
(一)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从培养人才到发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过程
1904 年清政府施行《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人种及人类学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大学中，
此时民族学学科主要停留在通过传播知识来培养人才。这一时期基本上是按照国外的教科书和
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或译作来进行讲授，比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此书是清末京师大学
堂所开设人种及人类学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随着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民族学学会之后，民族学不
再停留在单纯的知识传播上，开始尝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民族学的科学研究和开展社会服
务，以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等民族学家们曾到华东、华北、东北、西南
各地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群体进行了实地调查，比如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赴东北调查，
调查结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此书被吴文藻誉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
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体现了“中国民族志专刊应有的水准”［21］。徐益棠视它为“我国近年
来最科学的民族调查报告，虽不免尚有缺点，然已造成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22］。1937
年，日本策划鼓动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民族学得到较快发展和实际应用。学者纷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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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由此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界研究边疆和少数
民族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民族学会成立之后进行了一些国内外学术交流，1934 年民族学会委派在欧洲学习和从事研
究的中国学者杨成志、吴定良和欧阳翥出席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并于 1935 年、
1936 年连续两年召开了民族学会年会，后因抗战的原因中断，之后于 1948 年召开第三届年会。
此外，学会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民族学研究集刊》《西南边疆》《边疆研究
周刊》《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等。其中《民族学研究集刊》刊登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民
族学文章，比如徐益棠的《中国民族学之发展》、黄文山的《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杨堃的《民
人学与民族学》等，成为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的专业化核心学术期刊，为后来民族学的研究和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二)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共同发展、难舍难分的
过程
近代民族学学科始终未能从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学系，其学科建制的
过程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杨堃认为，1949 年以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
的［23］。究其原因主要有 3 点:其一，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本身具有高度相关性，当时各
国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如“民族学”这个名称主要被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
等国家，而在美、英等国家，民族学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24］。早期民族学和社
会学在西方较为接近，随着学科发展逐渐出现分化，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出现得相对较
晚，在中国发展的初期两个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分工不明，在实际研究中表现出交
叉或重合的关系。其二，老一辈学者们往往既是民族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的研
究也往往涉及这几个学科，很难去划定哪项属于民族学，哪项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其三，近代
中国学者往往把学科当作研究工具，重应用而轻学科边界，这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是分不
开的。怀揣着学术救国理想的学者们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有建设新国家的需要，尤其在抗战时期
更是肩负了救亡图存、保卫边疆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者们更多的是把民族学
学科看成是一种服务社会和国家的实用性工具，而不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进行的科学研究。
例如，蔡元培主张民族学不仅为理论科学，更是应用科学，认为民族学研究不仅仅与学术有关，更
与国家政策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等息息相关。
近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学科难舍难分，一方面对于民族学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造
成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民族学在近代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或设立民族学系，导
致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不够成熟。另一方面，3 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甚至是不分彼此，使得研究
不囿于学科之间的界限。吴文藻先生曾说:“学问之道，在研究时确须分门别类，而在实行时，都
是息息相通的。”［25］348
(三)近代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发展过程，是民族学学科外来性与中国化并存的过程
民族学学科建制初期，主要是吸收和引入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积极翻译引进
民族学著作和聘任外籍教授。如清华大学早在 1917 年就开设了民族学课程，由美国人狄特莫讲
授社会学和社会起源;南开大学请到英国哲学家罗素讲授社会学课程;一些教会大学也开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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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课程，如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人葛学溥、百克令教授等执教，圣约翰大学由美国人阿塞孟教
授社会学，燕京大学由美国人步济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等。另一方面，积极派遣中国留学生去欧
美国家留学。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1921—1925 年，在欧洲、美国留学
的中国学生主修社会学的共有 35 人，占当时留学生总数的 2%(见表 1)。这一时期留日学生较
之以往更多，在日本学习民族学及其相关课程的留学生也更多，这些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民
族学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表 1 1921—1925 年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生名单
留学国家 留学生
美国
潘光旦、徐声金、吴文藻、李济、吴泽霖、陈达、吴景超、杨开道、许仕廉、江绍原、言心哲、
应成一、孙本文、黄文山、陈序径、胡体乾、游嘉德、吴定良、张少微
法国 杨堃、凌纯声、柯象峰、胡鉴民、徐益棠、卫惠林、许德珩、李璜、萧瑜
英国 刘咸、梁宇皋、陶履恭、何联奎
德国 蔡元培、陶云逵、俞颂华
资料来源: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96．
学科组织形式的丰富和发展，比如成立学系、研究所、专门研究机构等，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
实现学科发展的中国化。学系、研究所和专门研究机构等为实现学科发展的中国化提供了必要
的物质条件，能够让学者们联合在一起，从本国的现实问题出发，采用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
方法，力求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并试图建构学科理论体系。其中典型代表是吴文藻，他引入功
能学派的理论作为民族学的指导思想，并把它运用于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来检验
和完善功能学派的理论，然后再升华成一种新的能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民族学理论。这种民族学
中国化的思想并非对功能学派的照搬，而以主张在中国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
三、对当下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借鉴与思考
(一)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导向:是问题研究还是理论建构
民族学自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其注重实用性和实地调查的学科特质。一直以来，民族学者非
常重视问题研究，这也是一代代民族学者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和努力方向。费孝通认为，社会科
学的研究是一种控制社会变迁的实用工具，为学术而学术是一辈寄生性学者的护身符。“学术
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食
粮，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26］问题研究对于民族学这样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如果在缺乏调查素材的条件下就开展理论建构，那无异于搭建“空中楼阁”，使研究变成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民族学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与当下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扎根于
中国大地、解决当今的现实问题。近代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繁荣期正是出现在抗战爆发以后，为了
解决当时的边疆危机所进行的调查研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味注重民族学学科的问题研究导向，使其沦为一种“实用的工
具”，可能会带来学科发展的危机。没有严谨的理论支撑，调查统计做得再精确、数据模型做得
再复杂，都只能解释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无法深入分析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如果缺乏理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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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民族学研究的结论可能招来质疑，民族学家也可能在学界遭遇信任危机。在民族学这样的应
用学科中，实证调查研究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素材，民族学学科理论建构正是在实证分
析基础上对社会人群现象从简单描述到建立规范、探索规律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民族学学科的
长远发展来看，其理论建构过程离不开实证调查研究。当然，理论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
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是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结果。这个过
程既是影响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为民族学学科的建设积累知识和素材的过程。
(二)民族学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近代西方学科发展主要遵循由内而外，由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到学科建制的路线。从学科知
识的逻辑来看，应该是先有学科内在知识体系的成熟，再有学科编制及其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完
善，这种学科发展路线可以说符合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例如，以社会学学科为例，“社会学”一
词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由“社会学之父”孔德提出，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之一———《实证哲学教
程》的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并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19 世纪中期英国哲
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出版了《社会静力学》《社会静态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社会
学理论;1890 年美国肯萨斯大学开设的“社会学元素”课程，可以认为是社会学的第一门课程;
1892 年芝加哥大学创立了《美国社会学学报》，阿尔比恩·斯莫尔于第二年在该校成立第一个社
会学系;法国波尔多大学于 1895 年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
但是，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
学和学科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民族学学科发展起步晚，如果在学科
建制没有初步形成的情况下，要想形成一个相对严谨的学科理论体系，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克
服更多的困难。而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通过学科建制，不断完善学科编制和丰富学科组织形式，
从而“反哺”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促进民族学学科发展，使其取得了辉煌成绩，甚至有学者认为至
今未被超越。不可否认，学科理论体系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学科的灵
魂，如果没有理论体系，学科也就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最终会失去生命力而走向死亡。但是，学
科理论体系与学科建制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学科建制的发展和完善将会进一步促进学
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后发外生型的学科而言，选择“由外而内”的学科发展路径不
失为一种选择。
(三)民族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关系:是“分而治之”还是“开放融合”
近代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始终是“难舍难分”，没有清晰的学科界限。相较于其他
学科，这三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交叉性。近代的民族学家们
在研究时往往主张兼容并蓄，而他们自身掌握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宽厚知识，使得他
们在研究时往往不会囿于一家之学，真正实现多学科研究。中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如吴文藻、费
孝通先生等早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并且在实际研究中一直贯彻着这样的
理念。吴文藻先生认为，民族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这 3 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将逐渐被淡化，而后将
逐渐趋于统一。他还认为，过去将民族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划分开的说法已渐被废
弃，最近两种学术日益接近，不久定将混合为一。因为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
越趋于一致，几乎无分彼此，所谓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过是异名同义的词［25］346。他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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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的“社区研究”就是将这 3 个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
社会学。
尽管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者积极倡导三科融合，但遗憾的是，民族学、社会学和人
类学至今没有“混合为一”，甚至出现“各自为政”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其中离不开 1949 年以后学科建制尤其是学科编制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我
国对旧的学科体系进行改造，近代人类学和社会学被取消，而近代民族学由于受苏联学科编制的
影响以及开展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而得以保存并发展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马克思列宁主
义民族学与近代民族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原则上截然不同。前者主要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方法论依据，以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研究为主要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初，
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开始恢复设置，但是彼时的民族学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立于“民族研究”的学
科发展道路，与社会学和人类学“渐行渐远”。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对学科分类进行明确
规定，其中民族学和社会学属一级学科，而人类学则是先后从属于民族学、社会学的二级学科。
在部分高校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分属不同学系和学院，学科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晰，为学科的
融合进一步制造了藩篱。费孝通先生曾积极探索“三科并立”的尝试，在他看来，人类学、社会学
和民族学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社会行为的，应该是一个集团，虽然各有研究重点，但又是互
相交叉的［27］。他希望将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实现“三科并立”，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同样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想法因为部分同志的反对没能付诸实践。
尽管三科融合至今没有真正实现，但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开放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
势。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西方历经百余年的独立发展后，现今也呈现出互相渗透和融合的
趋势。例如，在西方的一些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设置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28］。因此，实现
学科的开放融合成为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结 语
学科是主宰高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学科发
展的推动力在于学科建制。一方面，学科编制从制度层面上确定了学科地位，直接影响学科的传
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学科组织形式的确立，为学科发展在实践层面提供了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的可能性，比如院、系、研究所等学科组织形式以培养学科的接班人为主，为延续学
科发展提供人员储备，学会、专门研究机构等学科组织形式的重点往往不是人才培养，而是开展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审视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建制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其发展历程也是
一个逐步建立的长期过程，受到当时大学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民族学在近代
与社会学、人类学融合发展，与当时培养文理兼通全面发展人才的理念有关，在学科建制层面表
现为打通文理界限，为学科间的开放融合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现行的院、系、所建制强调学科
的高度专业化，造成人为的学科壁垒与隔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今学科“孤岛”林立，学科之
间的融合还不具备条件，犹如一个个学科“鸽笼”。所以，学科建制问题不仅要从历史角度看，更
要从当下的现实矛盾和条件出发，考虑学科的长远发展。
当下我国“双一流”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一流学科的建设处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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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民族学为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提供
“智库”和“创新源泉”，助力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可
以说，民族学学科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当下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
理论体系建设，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立身之本;从民族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
民族学学科建制，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从学科长远发展考虑，与人类学和社会学融合
发展，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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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hange and Ｒealistic Choice:the Development and
Ｒethinking of Ethnology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in Modern China
XIANG Yawen1，2
(1． School of Education，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Enshi 445000，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depends on not on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The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which is regar-
ded as a“booster”，provides the necessary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human resources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Ethnology discipline is exotic and has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
ment，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The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is accompa-
nied by the process from cultivating talent to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It is also
a process of common development with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and the coexistence of foreign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logy．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t reference especially on the goal orientation，
routing sele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at is，the goal orientation of
ethnology development is the problem researching or the theory construction，the routing selection is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or“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thnology，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s“separated”or“open and integrated”．
Key words:discipline;disciplinary institution;ethnology;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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